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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利用全国 27 省份 517 个村庄的 4023 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

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

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 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

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 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

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

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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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

为使社会各阶层享有平等的金融服务权，尤其是满足弱势群体的融资需求，我国政府多次

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这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讲尤为重要。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发展，

就是期望通过对广大农村居民及农户金融服务的全覆盖，减缓农村地区贫困，加速农村经济发

展，实现农村居民的全面小康。目前，正值我国普惠金融实施十周年之际，我国农村地区普惠

金融的实施效果如何? 是否在减缓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其效应在东、

中、西部不同区域间是否存在差异?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客观认

识，更有助于普惠金融的进一步推进。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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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 ( inclusive finance) 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 2005 年提出，是指 “立足机会平等要求

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

金融服务”。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普

惠金融强调“为每一个人在有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

各类型金融服务”①，这也是我国从国家层面对普惠金融内涵的全面表述。普惠金融发展的要义

在于重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其被视为一种可以实现包容性社会的重要机制，应以

有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尤其是一些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服务的弱势

群体 (王曙光，2014)，包括低收入者、小微企业、老年人、残障人士、农户等，这部分群体具

有收入低、个体多的特征，且非自愿的被金融机构所排斥，只有针对这部分弱势群体的金融服

务才能称之为普惠金融 (星焱，2016)。本文中所研究的农村普惠金融，即是考察普惠金融在农

村地区的发展程度，重点考察农户是否获得了所需的金融服务，并由此缓解了贫困程度。

近年来，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贫困减缓、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学术

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研究结论主要可归为以下四种观点: (1) 贫困减缓效应。农村金融机构

的惠农服务有助于农户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农业增长是快速减

缓贫困的核心 (Abate et al. ，2016); Kablana and Chhikara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后发现，普惠金融

服务可得性与贫困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Kablana and Chhikara，2013); 农村普惠金融通过提高

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和农户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可以有效消除贫困 (郑中华等，2014); 农村普惠

金融的反贫困绩效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 (吕勇斌等，2014)，且低收入农户获得贷款后，其食物

消费等生活性现金消费支出显著增加，这也是一种绝对贫困程度的减缓 (武丽娟、徐璋勇，

2016)。(2) 收入效应。当低收入者获得普惠金融服务时，如在银行开设金融账户并经常使用

时，通常伴随着消费水平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 (Kablana and Chhikara，2013); Dupas et al. 在对

肯尼亚女性客户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女性打工者获得普惠金融服务后，其个人投资和消费水平

均得到了大约 40%的大幅增长 (Dupas and Ｒobinson，2013)。国内已有的研究更多的将视角集

中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水平增长效应方面，但研究结论存在着一些分歧。一部分学者认

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田杰等，2012; 王婧磊，2012); 但也有

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金融没有真正服务于农民，对农户收入的增长具有抑制作用 (余新平

等，2010); 还有学者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不利

于低收入水平农户收入的增加，且农户初始收入水平越高，越能够从金融发展中获益 (师荣蓉

等，2013; 王小华等，2014)。伴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对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内部收入差

距的影响进行了诸多研究，一些学者运用 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

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线性，而是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在初

级阶段对降低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 (孟兆娟等，2014; 张兵等，2013)。然而对于农村

金融规模与效率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却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部分学者研究得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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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金融效率提高会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农村金融规模扩大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张敬

石等，2011); 而另外的部分学者的研究却表明农村金融效率提高会扩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农

村金融规模扩大会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刘纯彬等，2010)。(3) 经济增长效应。普惠金融的

核心功能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包容性增长，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普

惠金融指标如正规金融账户的拥有率、使用频率、金融基础设施等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各国的

经济增长水平 (星焱，2016)。还有学者指出，汇兑服务作为普惠金融服务的一项内容，具有降

低民众的资金约束、增加投融资活动、提高金融账户使用频率等作用，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

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 (Giuliano and Ｒuiz － Arranz，2009; Anzoategui et al. ，2014)。一些国内的

研究也指出，健全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支持作用 (赵洪丹，2011;

丁志国等，2016)。然而缘于中国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无效率，通过利用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

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发现，在陕西省农户信贷的满足率低、借贷额度不足成为妨碍农村经济持

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常建新、姚慧琴，2015)。李庆海等 (2012) 也指出，农村普惠金融在

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具有消极影响。 (4) 区域因素的影响。提升农村

普惠金融，实现包容性增长，还应重点关注和消除区域不平衡。一些学者考虑到了我国农村普

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指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着强烈的区域不平衡和空间依赖性 (吕勇斌等，

2012)，在农村金融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提高的促进效用更为明显，在金

融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户的增收作用则有限 (孙玉奎等，2014)。此

外，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也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黎翠梅、曹建珍，2012)。

上述文献从多个方面综合评价了农村普惠金融的经济绩效，但研究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

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上述研究主要采用了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时间序列回

归模型等传统模型，从科学评价的角度看，这些方法难以克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

用的内生性问题，难以准确识别出农村普惠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户收入变化产生的净效

应。针对传统评估方法的不足，学术界逐渐开始使用近似自然随机试验的断点回归方法，该方

法可以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有效克服模型参数间的内生性问题，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

实证结果也被证明最为接近自然随机试验的结果 (余静文等，2011)。基于此，本文试图利用最

新发展的模糊断点回归方法 (Fuzzy Ｒegression Discontinuity，FＲD) 和大样本的农户调研数据，

对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展开研究。

本文的贡献在于: 一是将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应用于分析普惠金融对农户贫困减缓和农村经

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效应，评估方法相比现有方法更为科学; 二是文中所用到的数据来源于西北

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012 年对全国 27 个省市区、517 个村庄的 4023 户农户的调研，

数据均为第一手的原始数据; 三是分别识别了不同区域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

减贫效应，以及对不同区域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通过数理模型说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最

优放贷条件和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 第三部分是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介绍了文中驱动变

量估计方法与断点回归方法的总体思路，进行了指标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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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估计了不同区域范围内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五部分是结

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 Tirole 提出的基本固定投资模型 (Fixed － Investment Model) 分析框架 (Tirole，

2006)，根据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以及农户借贷行为的现实情况加以修正，从理论上探讨农村金融

机构的最优放贷条件和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

假设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均追求效益最大化，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支农惠农的政策职

能，因此只要真实收益率 r≥0，便会发放部分 “三农”贷款。其次，在农村金融市场中，资金

供给方主要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需求方主要为农户。农户的自有投资资本为 A，计划进行一

项所需资金 I的生产项目投资，其中 A ＜ I，并且农户会将自有资本 A 全部用于投资，因此农户

若想启动生产项目，需要向农村金融机构获得 I － A 的贷款融资。农户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后，可

以选择尽职和偷懒，选择尽职的农户会努力经营生产项目，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 pH，如果农户

选择偷懒，项目成功的概率降为 p = pL，且 pL ＜ pH，此时农户会因享受了闲暇、放松甚至赖账

而获得了项目的私人收益 B，其中 B ＞0。如果项目获得成功，农户获得项目收益 Ｒb，农村金融

机构获得项目收益 Ｒl，Ｒb和 Ｒl构成了项目总收益 Ｒ，即 Ｒ = Ｒ1 + Ｒb。如果项目失败，农户损失

全部抵押品 Am，农村金融机构发生了亏损，收益为负。

(一) 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放贷条件

根据基本假设，农村金融机构只要满足真实收益率 r≥0，便会发放支农贷款。因此农村金

融机构选择发放支农贷款的最低约束条件为 r = 0，因此农村金融机构放贷的零利润约束可以

写为:

pH Ｒ1 = I － A (1)

虽然农户有选择偷懒等道德风险行为的激励，获得了私人收益 B，但是将项目成功的概率由

pH下降到了 PL。若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使得下面激励约束条件得到满足时，农户将选择尽职:

pHＲb≥PLＲb + B，或者 (pH － pL) Ｒb≥B (2)

令 Δp = pH － pL。由式 (2) 可推知在农户尽职状态下农村金融机构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Ｒl≤Ｒ － B /Δp (3)

于是，农村金融机构预期的最高可保证收入为:

Γ = pH (Ｒ － B /Δp) (4)

结合式 (1)，农村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必要条件为:

Γ = pH (Ｒ － B /Δp)≥I － A (5)

当式 (5) 满足时，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贷款的可保证收入超过了初始支出，实现了收支

相抵。进一步，可得:

A≥ A
－
= pHB /Δp － (pH Ｒ － 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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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6) 为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户尽职状态下发放支农贷款的条件，当农村金融机构事先预期

到农户会发生偷懒或违约时，放贷行为便不会发生，因此，农户获得支农贷款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 A≥ A
－
。A

－
为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发放贷款的门槛条件，意味着农户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才

能获得贷款。在 A ＜ A
－
的情况下，即使农户具有好的生产项目且会尽职经营，但仍然难以获得贷

款。

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考察农户的贷款最优选择条件。

maxpHＲb + (1 － pH)(ΔA) (7)

s. t. pHＲb + (1 － pH)( － A)≥pLＲb + (1 － pL)(ΔA) + B (8)

pHＲL － c≥pLＲL (9)

Ｒ = Ｒb + Ｒ1 (10)

Ｒb≥ － A (11)

pH Ｒ1 = I － A (1)

其中，式 (7) 为农户贷款的最优化条件; 式 (8) 为农户的激励相容条件; 式 (9 )

代表农村金融机构的激励相容条件，其中，c 为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 式 (10) 表示

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收益分配; 式 (11) 为农户有限责任约束条件; 式 (1) 为农

村金融机构放贷的零利润约束条件。求解农户的贷款最优化问题，可以得出农户的贷款最

低抵押品要求为:

Am≥ A = (
pHB
Δp

－ pH Ｒ + I)∕(1 + pH) (12)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机构在开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即使是在零利润约束的前提

下，农户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和抵押品，才可以获得贷款，即满足 A≥ A
－
和 Am≥ A 的现实约束

条件。市场经济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肩负着支农的政策性功能，但选择惠农贷款的发放对象时，

仍以农户的现有资本作为主要的考量条件，在开展普惠金融过程中 “嫌贫爱富”的本质仍难以

掩饰。根据上述分析，下文中断点回归方法中关于驱动变量的估计，便以农户的现有资本水平

为依据。当以家庭借贷能力指标表示的驱动变量超过某一跳点时，农户将可能获得农村金融机

构发放的惠农贷款。

(二) 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用

普惠金融是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倾斜，与完全的商业金融原则存在一定冲突。因此，

为保持普惠政策的可持续，政策制定者需要向从事普惠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给予政策优惠与激

励，以调动其积极性。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引入除机构、农户以外的第三方利益相关主体———

政府，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机构，为了激励农村金融机构配合其实施普惠金融政策，需要对农

村金融机构进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承诺给农村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记为 T①。农村金融机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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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转移支付可以体现为对金融机构的直接补贴及税收优惠等价值转移，也可以体现为非经济价值形式，比如金融机
构在申请开办新网点时审批的优先及门槛的降低，获取在当地从事某些金融业务的优先权，某些会计账户处理时的许可等。



以在惠农贷款与普通商业贷款之间做出选择，设发放惠农贷款的利率为 rb，发放普通商业

贷款的利率为 r，现实中满足 rb≤r。而农户为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会选择尽职经营。

1. 关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最优化问题

(1) 农村金融机构按照惠农贷款利率 rb向农户发放贷款的约束条件为 (此时政府实施激励

机制，向金融机构进行转移支付 T):

pH Ｒ1 + T≥I － A (13)

在零利润约束条件下，可以得出

Ｒ1 = I － A － T
PH

(14)

(2) 农村金融机构按照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 向农户发放贷款的约束条件为 (此时不存在政

府对金融机构的激励措施):

pH Ｒ1≥I － A (15)

在零利润约束条件下，可以得出:

Ｒ1 = I － A
PH

(16)

2. 关于农户的最优化问题

(1) 农村金融机构按照利率 rb向农户发放惠农贷款时，农户的收益记为 πb ，可表述为:

πb = PH Ｒb + 1 － P( )
H

( )－ A － ( )I － A rb (17)

其中约束条件为:

Ｒ = Ｒb + Ｒ1 (10)

Ｒ1 = I － A － T
PH

(14)

PH Ｒ1 = ( )I － A rb + T (17)

综合上述约束等式，可以推导出农户以惠农贷款利率 rb 融资后的期望收益为:

πb = PHＲ － 1 － P( )
H A － 2 ( )I － A rb[ ]－ T (18)

(2) 当金融机构按照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 向农户发放贷款时，农户的收益记为 π，可以表

述为:

π = PH Ｒb + 1 － P( )
H

( )－ A － ( )I － A r (19)

其中约束条件为:

Ｒ = Ｒb + Ｒ1 (10)

Ｒ1 = I － A
PH

(16)

PH Ｒ1 = ( )I － A r (20)

综合上述约束等式，可以推导出农户以商业贷款利率 r融资后的期望总收益为:

π = PHＲ － 1 － P( )
H A － 2 ( )I － A r (21)

由于本文在分析中假定了农户努力工作使得项目成功的概率保持不变，为 PH ，同时还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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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功的总收益 Ｒ不变，以及农户的自有资本 A 以及项目所需资金 I 不变，所以通过比较上

式 (18) 和式 (21)，可以发现以下关系:

a. 当惠农政策贷款利率 rb 比普通贷款利率 r 低时 (这是惠普金融的典型特征，因为存在政

府对从事普惠金融的金融机构的激励补贴措施)，即当 rb ＜ r时，可以得出:

πb ＞ π

这表明农户获得普惠金融的收益大于获得普通贷款的收益。

b. 即使惠农贷款利率 rb 和普通贷款利率 r相同 (这可以表现为普惠金融下对农户贷款门槛

的降低，或者其他金融服务便利性的提高)，由于存在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正向的转移支付 T，

此时有: rb = r且 T ＞ 0 ，仍可以得出:

πb ＞ π

这表明农户获得普惠金融的收益仍然大于获得普通贷款的收益。

可见，普惠金融无论体现为贷款利率的优惠，还是农户获得贷款条件的放松，或是其他金

融服务便利性的提高，只要政府对金融机构从事普惠金融业务存在一定的政策激励，农户总能

从享受普惠金融中增加收益，这无疑是对农户减贫效应的直接体现。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断点回归方法 (ＲD) 进行实证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的“拟随机试验”方法，断

点回归估计很好的避免了参数估计的内生性问题，是仅次于自然随机实验的一种因果关系估计

方法 (Lee，2008)。断点回归方法 (ＲD) 的基本思想是: 结果变量会受到某个可观测的特征变

量 (驱动变量，forcing variable) 的影响，当驱动变量等于或大于某个临界值时，若结果变量受

到处理，就说明结果变量与驱动变量间存在因果效应。由于达到贷款条件的农户并不一定会立

即开始贷款，而只是增大了获贷的概率，即驱动变量在断点处未必是 0 到 1 的变化，因此采用模

糊断点回归方法 (Fuzzy ＲD) 更为合理。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外生的基于家

庭资本水平的驱动变量，该外生驱动变量将是决定家庭借贷结果的主要因素，然后建立模型检

验惠农贷款对农村贫困减缓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

1. 驱动变量估计

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惠农贷款时，对申请借贷的农户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向符合条件的农户

发放贷款。与此同时有借贷能力的农户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借贷以及实际借贷数额。农户收入

是决定家庭资本水平的主要因素，由于农户从亲戚朋友处获得的借款也构成了农户特定时点中

现金存量的一部分，因此也考虑在内。由于并非所有达到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条件的农户均

有贷款需求，是否参与贷款是农户的自愿选择行为，因此农户是否有贷款需求、贷款需求的数

量也需要综合考虑在内。此外，文中还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微观层面有农户的家庭人口规模、

农户劳动力质量、农户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宏观层面有农户所在村庄的农业收入和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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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的加入有助于提高模型的现实拟合度。

基于上述分析，运用 Probit模型来估计决定家庭贷款行为的驱动变量 ( forcing variable) 和

借贷概率。建立的 Probit模型如下所示:

pi = Pr Bi = 1 | Zi，Z( )
v = Pr α0 + Zi α1 + ui ＞( )0 (22)

式 (22) 中，Pi为农户 i的借贷概率; Bi = 1 表示农户 i 为被实际观测到的借贷户; 向量 Zi

包括决定家庭在农村金融机构借贷能力的资本水平 (家庭总收入和亲戚朋友处借款)、家庭决定

借贷与否的影响因素 (家庭是否有贷款需求和贷款需求数量) 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其中，家庭

总收入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共同构成，其中经营性收入包括家庭

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林业收入、家庭工业及服务业收入。基于式 (22) 的估计系数计算

出农户的预期借贷概率 p̂i ，将其作为农户借贷行为结果的外生驱动变量。鉴于 p̂i 的估计建立在

正向影响农户贷款能力的各项指标的基础上，故在下文分析中，以 “农户借贷能力指标”来指

代 p̂i 。

本文假设，当家庭借贷能力指标超过某一跳点 a (0 ＜ a ＜ 1) 时，农户会获得农村金融机

构发放的惠农贷款。农户 i成为处理组的选择行为变量 bi由下面方程表示:

bi = 1 ( p̂i ≥ a) (23)

式 (23) 中，bi = 1 表示家庭 i属于处理组 (即进行惠农贷款)，bi = 0 则表示农户 i 属于控

制组 (即不进行惠农贷款)。农户实际进行借贷的概率随其借贷能力 p̂i 的增强而上升。由于农村

金融机构发放的惠农贷款是农户自愿参与的，当 p̂i  a 时，农户不必立即开始借贷活动，有部

分具有借贷能力的农户实际并不会发生借贷行为，因此当农户的借贷能力达到或越过临界点 a

后，其实际借贷概率会有所上升，但不会达到 100%。

2. 模糊断点回归

假设 τ表示惠农贷款对农村贫困减缓或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E (τ | p̂i ) 表示因果效应估

计值，E (εit | p̂i ) 表示在临界点附近决定农户是否借贷的不可观测因素，E ( τ | p̂i ) 与 E

(εit | p̂i ) 在临界点 a附近遵从局域连续性 ( Imbens and Lemieux，2007)。同时假设惠农贷款对

农村贫困减缓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不随个体 i 的变化而变化，即满足个体同质性 (Hahn et al. ，

2001)。这样在临界点局域范围内形成了服从随机分布的拟实验环境。使用 y 表示因变量，运用

下式来计算惠农贷款对 y 的局域平均处理效应 (LATE):

E τ p̂i
( )= a = lim

e→0 +
E τ bi ( )a + e － bi ( )a － e =[ ]1 =

α̂g +
－ α̂g －

α̂b +
－ α̂b －

=
lim
p̂→a +

E gi | p̂( )
i － lim

p̂→a －
E gi | p̂( )

i

lim
p̂→a +

E bi | p̂( )
i － lim

p̂→a －
E bi | p̂( )

i

(24)

式 (24) 中，α̂g + = lim
p̂→a +

E gi | p̂( )
i 、α̂g － = lim

p̂→a －
E gi | p̂( )

i 分别为处理组、控制组农户在其借

贷能力水平上形成的因变量 y 的条件期望; α̂g + － α̂g － 表示在临界点局域内处理组与控制组 y 值的

差异; α̂b + = lim
p̂→a +

E bi | p̂( )
i 、α̂b － = lim

p̂→a －
E bi | p̂( )

i 分别为处理组、控制组农户在其借贷能力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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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借贷行为变量的条件期望; α̂b + － α̂b － 表示在临界点局域内处理组与控制组农户实际借贷行为的

差异。下面介绍式 (24) 的具体估计方法。首先，本文计算局域 Wald 估计值 (Hahn et al. ，

2001)。临界点局域样本由集合 Ψ = { i | i ∈ (a － h ≤ p̂i ＜ a + h)} 来定义①，其中，h 表示带

宽。使用下述公式计算式 (24) 中的四个极限项:

lim
p̂→a +

E gi | p̂( )
i =
∑ i∈Ψ

gi wi

∑ i∈Ψ
wi

(25)

lim
p̂→a －

E gi | p̂( )
i =
∑ i∈Ψ

gi (1 － wi)

∑ i∈Ψ
(1 － wi)

(26)

lim
p̂→a +

E bi | p̂( )
i =
∑ i∈Ψ

bi wi

∑ i∈Ψ
wi

(27)

lim
p̂→a －

E bi | p̂( )
i =
∑ i∈Ψ

bi (1 － wi)

∑ i∈Ψ
(1 － wi)

(28)

式 (25) ～ (28) 中，变量 wi = I (a≤ p̂i ＜ a + h) 规定了农户 i的借贷能力是否刚刚超过

临界点 (wi = 1 表示 “是”，wi = 0 表示 “否”); 局域样本的选择由带宽 h 决定 ( Imbens and

Kalyanaraman，2009)。

其次，式 (24) 的估计采用两步控制方程法来实现 (Klaauw，2008)。第一步，通过标准

Probit模型估计出农户 i获得惠农贷款的概率:

E (bi | p̂i ) = Pr (bi = 1 | p̂i ) = γ·1 ( p̂i ≥ a) + f ( p̂i ) (29)

式 (29) 中，γ表示农户借贷概率在临界点处的断点大小; f ( p̂i ) 为一个二次分段函数:

g ( p̂i ) = λ0 + λ1 p̂i + λ2 p̂
2
i + λ3 p̂i

( )－ a + λ3 p̂i
( )－ a[ ]2 ·1 p̂i ≥( )a (30)

式 (30) 表示农户进行贷款 (成为处理组) 对其借贷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第二步，建立如

下结果方程 (outcome regression):

gi = β0 + τ̂0E bi | p̂( )
i + Xi β1 + k p̂( )

i + εi (31)

式 (31) 中，向量 Xi 表示影响农户借贷能力的各项指标，k p̂( )
i 为控制方程，以控制农户借

贷能力指标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有助于减少内生变量的影响。εi 为正态独立同分布

干扰项。τ̂0 衡量由式 (24) 所定义的惠农贷款对因变量的静态局域平均处理效应。控制方程

k p̂( )
i 的计算采用平滑计算法 (Craven and Wahba，1979)。令 k p̂( )

i = ∑
J

j = 1
p̂j
i ，依次计算 j = 1，

2，3…，J时的 GCVn = n－1 p̂n － kn / 1 － n－1 tr M( )
n

2 ，其中，p̂n = ( p̂1 ，…，p̂n ) ＇为包含所有

p̂i 的向量，kn = (k1，…，kn) ＇为包含所有 kn的向量，n × n矩阵 Mn由 kn = M n p̂n决定，GCVn最

小时 J为最优取值，代入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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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农户 i的借贷能力 p̂i 位于 ［a － h，a + h］ 的区间时，该家庭被归为临界点局域样本集合。



3. 关键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由于普惠金融被视为一种可以实现包容性社会的重要机制，应以有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惠及

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 (王曙光，2014)，重在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和促

进经济增长。因此，普惠金融在最初的发展中，就将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作为重点关注的指标。

随着普惠金融的深化，评价视角虽不断拓宽，如 Mandira Sarma (2011) 通过银行渗透度、金融

服务可利用性和使用状况来评价世界各国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但在世界银行扶贫小组和中国

普惠金融工作组对中国普惠金融开展状况的评价中，农户是否获得了银行贷款仍是重要的评价

指标之一。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普惠金融联盟 (AFI)、芬玛克信托

(Fin Mark Trust) 在研究设计普惠金融指标时，均将正规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作为重要指标。

2013 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 (GPFI) 在 G20 框架下制定了更加完善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由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金融服务可获定性和金融产品与服务质量三方面的指标构成 (焦瑾璞，

2014)。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中运用农户是否获得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

惠农贷款为衡量指标，即“农户信贷可获得性”来衡量农村普惠金融的惠及程度。

关于绝对贫困的测度指标，文中选取村庄中的贫困人口数量与农户所在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来衡量。其中，根据我国 2012 年人均收入 2300 元 /年的农村地区贫困标准，计算并统计出每个

村庄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或等于 2300 元的人口数量，以此作为村庄中贫困人口数量的衡

量指标; 恩格尔系数为农户所在家庭的食品支出占家庭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的比重，反映了农户

家庭为维持身体健康或最低的生存需求而进行的必要的购买和消费。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分

析贷款对减贫的影响时，将政府是否认定某农户为贫困户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以控制政府

行为对减贫的影响，该数据由村干部提供，若农户被评为贫困户，赋值为 1，否则赋值 0。

关于相对贫困的测度指标，文中采用村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通过计算居民的收入平均差

距对收入总体期望均值偏离的相对程度，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

比较客观、直观的反应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以及贫困程度。文中采用的基尼系数的

计算公式如下 (李实，2002):

g = 1
2 n2μ∑

n

j = 1
∑

n

i = 1
yj － yi (32)

其中，n为样本数量，μ为收入均值， yj － yi 代表任何一对农户个体 j和 i收入差的绝对值，

g 为基尼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中以村庄为单位计算每个村的基尼系数，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是可以

体现村庄之间的差异性，增大数据容量; 二是以村庄为整体可以很好的消除区域因素的影响，

村庄内部的居民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可以认为几乎是一致的，在区域内更有

助于对比分析由惠农贷款的差距引起的贫困程度变化，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分类计算，使其在运

用于本文实证分析的同时，具有更为合理的现实解释意义。

(二) 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2012 年的调研数据，该调研覆盖

·311·

2018 年第 5 期



了我国东、中、西部的 27 个省 (市、自治区)，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共计对 517 个村庄、6070 户

农户进行了问卷调研，调查员通过入户访谈的方式完成问卷，经整理统计共收回问卷 4978 份，

回收率为 82%，研究过程中，对问卷中出现的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插值处理，并对问卷中可能

出现的极端值进行了 winsorize缩尾处理，然后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共筛选出有效农户问卷 4023

份。有效问卷的省域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有效问卷省域分布情况

东部 河北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合计

问卷数 ( 户) 131 70 59 51 149 77 18 42 28 76 701

占比 ( % ) 3. 3 1. 7 1. 5 1. 3 3. 7 1. 9 0. 4 1. 0 0. 7 1. 9 17. 4

中部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合计

问卷数 ( 户) 190 95 41 205 64 174 769

占比 ( % ) 4. 7 2. 4 1. 0 5. 1 1. 6 4. 3 19. 1

西部 内蒙古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陕西 合计

问卷数 ( 户) 45 56 56 89 90 162 141 61 64 74 1715 2553

占比 ( % ) 1. 1 1. 4 1. 4 2. 2 2. 2 4. 0 3. 5 1. 5 1. 6 1. 8 42. 6 63. 5

四、实证检验

(一)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表 3 中的模型 (1)、(2)、(3)、(4) 分别显示了全样本数据、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的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在回归模型中，由农户家庭总收入和亲戚朋友处借款构成的农户现

有资本水平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变量，并对其余控制变量予以讨论。

模型 (1)、(2)、(3)、(4) 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农户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农村金

融机构的惠农贷款，且除模型 (2) 中东部地区在 10%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外，其余模型均通过

了 1%的显著性检验。农户在亲戚朋友处的借款变量 loanjk对农户惠农贷款获得性的影响显著为

正，在模型 (1)、(2) 和 (4) 中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在模型 (3) 中通过了 5%的显著

性检验。农户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借款后，一是确实可以提高农户现有的资金实力，二是由于农

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资金来源并不知情，该借款也可以构成抵押的一部分，故有助于贷款能力

的提高。上述结果表明，农村金融机构在普惠支农的过程中，会表现出资本 “嫌贫爱富”的本

质一面，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农村金融机构出于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原则，在发放贷

款时需要农户提供足额的抵押品，部分贫困农户被排斥在外，这无疑为惠农贷款的发放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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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而农村中较为富裕的中高收入农户才更容易享有普惠金融的权利。农户对惠农贷款的需

求变量 lndemand也显著促进了惠农贷款的可得性，除模型 (3) 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外，其

余模型均显著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惠农贷款的发放是双向选择的过程，农户是否主动申请

是获取贷款的前提。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描述与衡量

credit 农户惠农贷款
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反映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与可得性，根据
农户是否获得过惠农贷款衡量: 1 表示获得; 0 表示未获得

lnti
农户家庭总

收入对数
包括农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总量的对数

loanjk 亲戚朋友处借款 有无向亲戚朋友借款: 1 表示有; 0 表示没有

lndemand 农户惠农贷款需求 农户需要向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数量的对数，0 表示没有需求

medu 农户劳动力质量

通过农户教育质量变量衡量，由各学历层次农户所受教育年限乘以该
层次人口数所占总人口比重得出，其中设定文盲 0 年，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和中专 12 年，大专及以上 16 年。

popu 家庭人口总数 农户家庭总人口

satisfy 农户收入满意度
农户对家庭当前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 0 表示非常不满意; 1 表示不满
意; 2 表示基本满意; 3 表示比较满意; 4 表示非常满意

lnnongye
农户所在村庄农业

总产值对数
农户所在村庄年度农业总产值取对数

n 贫困人口 村庄中年人均收入低于 2300 元的人口数量，绝对贫困测度指标

engel 恩格尔系数 家庭食品支出 /家庭生活消费现金支出，绝对贫困测度指标

g 农户基尼系数
计算公式为: g = 1

2 n2μ∑
n

j = 1
∑

n

i = 1
yj － yi ，以村庄为单位计算，反映农

户所在村的相对贫困程度。

gdp
农户所在

村庄 GDP
以村庄为单位计算的村庄年度总产值

poor 是否为贫困户
若农户被评为贫困户，赋值为 1，否则赋值 0，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
以控制政府行为对减贫的影响

在模型 (1) 中，也即在全国范围的数据回归中，余下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均在 5%或

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农户劳动力质量 medu 有助于惠农贷款的获得，

原因是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农户一方面思想观念先进，能够了解和运用国家的惠农支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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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体现了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有着相对高的创收能力; 家庭人口规模 popu 显著促

进了惠农贷款的获得，在农村地区，家庭人口多意味着家族人丁兴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

帮扶，更容易体现出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借贷能力; 农户对自身的收入满意度指标 satisfy 和

农贷的可获得性显著负相关，表明农户对自身的收入水平越满意，越无贷款需求; 村庄的

农业总产值 lnnongye 与农户惠农贷款显著正相关，反映出农村金融机构发放的惠农贷款确

实应用在了农业领域; 村庄的工业总产值 lngongye 与农户惠农贷款显著负相关，同样表明

农村金融机构对惠农贷款的用途进行了严格把关，用在了农业而非工业上。在模型 (2)、

(3)、(4) 中，部分控制变量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原因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惠农贷款不再

受到上述控制变量的显著影响，尽管如此，部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仍

与模型 (1) 一致。

表 3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 1) ( 2) ( 3) ( 4)

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credit

lnti
0. 259＊＊＊

( 6. 84)
0. 175*

( 1. 67)
0. 367＊＊＊

( 4. 02)
0. 234＊＊＊

( 4. 92)

loanjk
0. 883＊＊＊

( 12. 85)
1. 025＊＊＊

( 5. 28)
0. 383＊＊

( 2. 18)
0. 919＊＊＊

( 11. 05)

lndemand
0. 056＊＊＊

( 8. 20)
0. 099＊＊＊

( 5. 72)
0. 036＊＊

( 2. 08)
0. 047＊＊＊

( 5. 61)

medu
0. 022＊＊

( 2. 43)
－ 0. 011
( － 0. 39)

0. 037*

( 1. 77)
0. 024＊＊

( 2. 18)

popu
0. 062＊＊

( 2. 17)
0. 028
( 0. 33)

0. 175＊＊＊

( 2. 65)
0. 034
( 0. 95)

satisfy
－ 0. 137＊＊＊

( － 3. 18)
0. 007
( 0. 05)

－ 0. 128
( － 1. 30)

－ 0. 193＊＊＊

( － 3. 60)

lnnongye
0. 034＊＊

( 2. 54)
－ 0. 021
( － 0. 42)

0. 019
( 0. 53)

0. 041＊＊＊

( 2. 59)

lngongye
－ 0. 014＊＊＊

( － 2. 74)
－ 0. 006
( － 0. 25)

0. 009
( 0. 73)

－ 0. 017＊＊＊

( － 2. 81)

_cons
1. 177＊＊＊

( 2. 84)
0. 879
( 0. 78)

1. 583
( 1. 58)

1. 163＊＊

( 2. 22)

r2_p 0. 191 0. 277 0. 100 0. 196

N 4040 700 769 2571

注: 括号内为对应的 t统计量，*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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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断点回归模型识别

运用 probit模型预测出农户的借贷能力指标 p̂i ，将 p̂i 从小到大在横轴上标示，然后计算出

农户实际发生借贷的概率，并作为纵轴，将临界点左和右的样本农村家庭分别平均划分为 15 个

组 (bin)，描述实际借贷概率在组间的变化趋势。经过多次计算发现跳点在 a = 0. 2 处，如图 1

所示，四组图分别表示了全国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跳点 a = 0. 2 处农户实际

借贷概率与借贷能力指标的关系。

图 1 农户实际借贷概率与借贷能力指标的关系

根据图 1，在临界点 p̂i ≥ a = 0. 2 时，全国地区和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实际发生的

借贷概率均有所上升，即出现“跳点”。表明当驱动变量超过临界值时，农户进行借贷的概率会

上升，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是可行的。

判断断点回归方法有效性的另外一个识别条件是经济个体不能够完全操纵或控制驱动

变量。可以通过密度检验法来验证驱动变量的连续性 (Mccrary，2007)。密度检验法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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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理为，在临界点左右，驱动变量的密度函数没有发生明显的跳跃，即表明经济个体对

驱动变量没有完美的控制，局域内样本可以被看作是满足近似随机分布的拟自然实验环境。

图 2 中的四幅图分别列出了全国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户借贷能力指

标密度函数分布图。

图 2 农户借贷能力指标的密度函数图

根据图 2，农户借贷能力指标 p̂i 在临界点左右的密度分布是较为平滑的，没有发生显著的跳

跃，可以认为在临界点局域内样本是随机分布的，对驱动变量不能人为控制。

综上，本文所构建的模型符合模糊断点回归的前提假设，可以据此进行普惠金融与贫困减

缓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推断。

(三) 普惠金融、贫困减缓与农村经济增长

表 4、表 5、表 6 和表 7 分别显示了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农户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

和农村 GDP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为了控制政府行为对减贫的影响，回归中将政府是否认定某

农户为贫困户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用 poor表示。断点回归估计通常采用局部线性回归方法，

·811·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 4023 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即不选用全样本，而是选用一定带宽内的样本进行估计①，最优带宽的选取参照 Imbens and

Kalyanaraman 提供的方法，并选取临近最优带宽的样本范围进行多次估计 ( Imbens and

Kalyanaraman，2009)。文中报告了选择不同带宽时所对应的不同局域估计值，其中 lwald 表示

最优带宽对应的局域估计值，lwald50 表示最优带宽的一半所对应的局域估计值，lwald200 表示

最优带宽的一倍所对应的局域估计值。

表 4 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贫困人口
( 1) ( 2) ( 3) ( 4)

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oor
－ 0. 036
( － 0. 59)

1. 412
( 1. 38)

－ 0. 096
( － 0. 93)

－ 0. 043
( － 0. 87)

lwald
－ 0. 606*

( － 1. 70)
－ 3. 477＊＊

( － 2. 41)
－ 0. 357
( － 1. 03)

－ 0. 352*

( － 1. 72)

poor50
－ 0. 048
( － 0. 48)

0. 000
.

－ 0. 357
( － 1. 03)

－ 0. 021
( － 0. 32)

lwald50
－ 1. 147＊＊

( － 2. 01)
0. 000
.

－ 0. 307＊＊＊

( － 2. 95)
－ 0. 575＊＊

( － 2. 40)

poor200
－ 0. 016
( － 0. 38)

－ 0. 326
( － 1. 60)

－ 0. 695
( － 1. 01)

－ 0. 052
( － 1. 43)

lwald200
0. 285
( 1. 25)

－ 4. 256＊＊＊

( － 7. 66)
0. 027
( 0. 34)

－ 0. 378
( － 1. 37)

r2_p

N 4023 701 769 2553

表 4 中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下降。

在全国地区的回归结果中，默认带宽下，1 单位普惠金融的增加可以显著带来 0. 606 单位

贫困人口的减少，在 0. 5 倍带宽下可以显著引起 1. 147 单位贫困人口的减少。东部地区的

减贫效应更加明显，在默认带宽下，1 单位普惠金融的增加可以显著带来 3. 477 单位贫困

人口的减少，在 2 倍带宽下显著引起 4. 256 单位贫困人口的减少。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在

0. 5 倍带宽下的影响系数为 － 0. 307。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在默认带宽和 0. 5 倍带宽下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分别为 － 0. 352 和 － 0. 575。4 个模型在其余带宽下的影响系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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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影响方向均为负向影响。

恩格尔系数越高，表示农户食物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越高，农户的绝对贫困程度也

就越高，因此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表示农户贫困程度的减少。根据表 5 回归结果，发现不同模型

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普惠金融有助于农户绝对贫困程度的减少。东、中、西部地区在 2 倍

带宽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比较其系数，发现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最为明显，一单位普惠金融的增加可以引起 0. 341 单位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的影响系数相对较低，分别为 0. 075 和 0. 060。

表 5 普惠金融与农户恩格尔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恩格尔系数
( 1) ( 2) ( 3) ( 4)

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oor
0. 018
( 0. 47)

－ 0. 420*

( － 1. 72)
0. 027
( 0. 34)

－ 0. 049
( － 1. 45)

lwald
－ 0. 051*

( － 1. 71)
0. 026
( 0. 18)

－ 0. 076*

( － 1. 73)
－ 0. 034
( － 1. 28)

poor50
0. 039
( 0. 81)

1. 915
( 1. 31)

－ 0. 096
( － 0. 93)

－ 0. 038
( － 0. 89)

lwald50
－ 0. 038
( － 1. 07)

－ 0. 975
( － 1. 06)

－ 0. 045
( － 0. 69)

－ 0. 038
( － 1. 11)

poor200
－ 0. 007
( － 0. 24)

－ 0. 050
( － 0. 48)

0. 032
( 0. 52)

－ 0. 037
( － 1. 60)

lwald200
－ 0. 053＊＊

( － 2. 36)
－ 0. 341＊＊

( － 2. 01)
－ 0. 075＊＊

( － 2. 38)
－ 0. 060＊＊

( － 1. 96)

r2_p

N 4023 701 769 2553

综合比较表 4 和表 5，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地区，还是东、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普及

均有助于降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与农户的恩格尔系数，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缓

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

表 6 的估计结果表明，在 2 倍带宽下，一单位普惠金融的增加可以使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显

著下降 0. 356 个单位，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 0. 044 个单位。然而对于西部地区，普惠金

融却引起了基尼系数的略微上升，影响系数为 0. 036，在 2 倍带宽下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

其余带宽下回归结果的影响方向也基本保持一致。全国范围内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普惠金融降低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相对贫困，但是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却扩大了收

入不平等。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农村金融机构仅会选择有一定资金实力的农户作为发放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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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对象。而根据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数据，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相对严重，西部地区的贫

困人口占到了全国贫困人口的 66%，在我国现有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西部地区有 375 个

县，占到了全国贫困县总量的 63. 3%，而收入低的群体更容易受到金融抑制 (Kempson et al. ，

1999)。上述分析结果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平均资金

水平偏低，在初始资本水平不足与农村金融机构 “嫌贫爱富”本性的双重约束下，惠农贷款仅

仅惠及到了农村中相对富裕的农户，而贫穷农户并未能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财富增长缓慢，

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这种金融抑制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在文中表现为西部地

区基尼系数的扩大。上述结论与表 5 中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户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影响程度最

低的结果相吻合。而对于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得到缓解，则

缘于农户资本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该区域内大量农户均可满足农村金融机构的门槛条

件而获得惠农贷款，因而总体表现出了缩小收入不平等和减缓相对贫困的趋势。全国地区的估

计结果受到东中部地区样本与西部地区样本不同方向的影响，没有得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有力

结论。

表 6 普惠金融与农村基尼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基尼系数

( 1) ( 2) ( 3) ( 4)

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oor
0. 048
( 0. 94)

0. 073
( 0. 58)

－ 0. 041
( － 0. 43)

0. 102＊＊

( 2. 16)

lwald
－ 0. 031
( － 1. 44)

－ 0. 011
( － 0. 26)

－ 0. 037
( － 1. 19)

－ 0. 004
( － 0. 17)

poor50
0. 167＊＊＊

( 3. 18)
0. 237
( 0. 84)

0. 206＊＊

( 2. 19)
0. 150＊＊＊

( 2. 99)

lwald50
－ 0. 025
( － 0. 81)

0. 003
( 0. 04)

－ 0. 040
( － 0. 64)

0. 012
( 0. 30)

poor200
0. 038
( 0. 89)

0. 127
( 1. 58)

0. 042
( 0. 62)

0. 107＊＊＊

( 2. 94)

lwald200
0. 001
( 0. 08)

－ 0. 356＊＊

( － 2. 14)
－ 0. 044＊＊

( － 2. 01)
0. 036*

( 1. 92)

r2_p

N 4023 701 769 2553

根据表 7，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增长，对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

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全国范围内的估计结果没有通过显著性

检验。引起上述区域间回归结果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我国东、中、西部农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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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完善程度不同。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效率总体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丁志国等，2012;

黎翠梅等，2012)，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和发达，有着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从而

形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中部地区居中，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尚未

显现，而对于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相对落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资源配置效率低

下问题、道德风险问题和寻租问题等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表现为抑制了经济增长; 二是我国中、

西部农村地区表现出的金融抑制现象更为严重，金融抑制现象在欠发达省份表现得更为明显

(王小华等，2014)，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户具有较为强烈的信贷需求和愿望，但农户在正规信

贷市场上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 (徐璋勇、杨贺，2014)，而大量证据表明，金融抑制与经济增长

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Fry，1993; Agarwala，1983)。

表 7 普惠金融与农村 GDP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 GDP
( 1) ( 2) ( 3) ( 4)

全国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poor
0. 000
( 0. 00)

－ 0. 573＊＊

( － 2. 10)
0. 001
( 0. 02)

0. 008
( 0. 46)

lwald
0. 305
( 1. 00)

8. 513＊＊＊

( 7. 31)
－ 0. 575
( － 1. 21)

－ 0. 558
( － 1. 60)

poor50
0. 035
( 1. 26)

－ 0. 147
( － 1. 35)

0. 033
( 1. 10)

0. 022
( 0. 88)

lwald50
0. 015
( 0. 04)

4. 378＊＊＊

( 4. 16)
－ 0. 521
( － 0. 86)

－ 0. 876*

( － 1. 75)

poor200
－ 0. 045＊＊

( － 2. 27)
－ 0. 352＊＊

( － 2. 27)
0. 010
( 0. 34)

－ 0. 029
( － 1. 63)

lwald200
0. 290
( 1. 22)

6. 736＊＊＊

( 7. 56)
－ 0. 411
( － 1. 04)

－ 0. 196
( － 0. 70)

r2_p

N 4023 701 769 2553

综上，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减少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显著降低农户的恩格

尔系数，对于绝对贫困的减缓成效显著; 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基尼系数

的下降，但增加了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说明普惠金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可以使多数农户受益，

有助于减缓相对贫困，而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者局限于较高收入农户，金融抑制问题仍

然突出; 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无影响，而对西部

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形成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经

济发展的良性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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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全国 27 省份 517 个村庄的 4023 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

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如下: 农村普惠金融

的发展在减缓贫困、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农村普惠金融在东部地

区的发展，不仅有助于降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还有效的促进了经济增长; 而在中部地

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虽然有利于降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但对于经济增长的促

进效用并不明显; 在西部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虽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却增加

了相对贫困，并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结论验证了普惠金融是重要的扶贫脱贫工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持续发挥金融

扶贫的引领作用和助推作用。同时，也从一定程度验证了逐利的金融资本“嫌贫爱富”的

现象，在西部地区贫困更重，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有更多的贫穷农户由于缺乏抵押品

而难以获得贷款，导致注重效率的金融资本在配给上更倾向于富裕农户，仅使部分富裕农

户受益，结果使得普惠金融对富裕农户的增收效应要远大于对贫穷农户的扶贫效应，表现

为西部地区农户相对贫困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是十分有限和难以持续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实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目标偏离问题，尤其在西部地区。

基于此，本文认为在金融扶贫过程中，普惠金融战略的实施及政策制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协调均衡以全方位增强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具体来说，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持续改革和深化农村金融体系。一是进一步发展针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服务，

促进农村地区的金融深化，使每位农民都能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并能够针对部分初始财富低

的农户降低借贷门槛，展开低息贷款，实现金融扶贫; 二是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引导

和鼓励民间资金积极参与，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拓宽农户融资渠道; 三是将非正规金融、农村

互联网金融逐步纳入到统一的监管框架下，严格管控其经营风险，同时辅以政策引导，以期能

够培育出自下而上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内生性农村金融制度，更大限度的满足所有农户的融资

需求。

第二，要持续提高农村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无论是对我国农村地区贫困户的减少，

还是贫困人口的减少，普惠金融都功不可没。由于多数贫困农户具有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弱、

初始资本低的特点，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一方面要勇于承担起金融精准扶贫的战略重任，另一方

面要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与支农目标间的平衡。为此，一是各金融机构要

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加大普及金融知识的力度，使贫困农户全面了解国家的金融扶贫

政策与信贷条件，积极创造与诱发金融需求; 二是要找出并分析贫困村、贫困农户致贫的根源，

采取多样化并有针对性的金融扶贫路径与金融产品，提高普惠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政策的有效

性; 三是要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扶贫贷款方式，充分发挥支农贷款 “四两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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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作用，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达到“授之以渔”的目标; 四是要克服以资产抵押为核心

的传统信用评估模式，积极探索并建立针对贫困农户的信用评价体系，并适度降低贷款门槛，

扩大金融服务的受惠面。

第三，重视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环境建设。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与经济增长效应的

有效发挥，与健全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因此，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是提

高普惠金融减贫效应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为此，一

是积极优化农村产业布局，改善农村经济结构，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健发展，为农村金融机构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二是普惠金融要与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培育相相

结合，以金融撬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发展实力，形成产业发展与金融机构发

展的良性循环，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 三是推动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如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和

效率、提高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担保机构等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和规模、加强与

金融支农相关的风险补偿措施、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为农村普惠金融

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第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仍要重视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发挥。通过政策性金融，特别

是其中的开发性金融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交通条件及与外部联系的信息通道，通过技能培

训提高贫困地区农户及劳动力脱贫的能力，通过教育支持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以隔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等。通过增加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部分地区的业务范围，以及建立由政府主导

的扶贫信贷机构等方式来推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形成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发

放低息、免息贷款以及财政补贴的长效机制，不断扩大政策性信贷对贫困地区及贫困农户

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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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Ｒural Economy Growth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4023 Ｒural Households via ＲD regression

Wu Lijuan Xu Zhangyo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to test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economy growth from inclusive finance，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survey data of 4023 rural

households from 517 villages in China via Fuzzy Ｒegression Discontinuit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different area，the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 is different. In east，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reduced bo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poverty，and promote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middle，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s good for alleviation of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but is

not obvious for economic growth promotion; in west，rural inclusive finance is helpful to relieve

absolute poverty while has increased relative poverty and restrained economic growth. So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fferential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Fuzzy Ｒegression Discontinuity; Ｒural Economy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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